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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了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时空情境依赖特征。 本土情境作为中国企业成长不

可分割的基本载体,也是促进管理理论与特色实践交融共生的底层影响要素。 鉴于当前普遍存在“西方理论难适

用”与“本土理论难开发”的共性问题,背后均指向对本土情境认知的泛化、碎片化、静态化等问题。 本文通过对

VUCA 时代本土管理情境特征的结构化梳理,刻画了本土情境演变的动态谱系和情境要素间的复杂组合,由此呈

现出兼具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单一要素与多元组合等多维视角下的复合情境观。 进而,在促进本土情境认

知结构从离散化、架构化向谱系化与组合化演进的同时,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复合情境观在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

中的嵌入角色与作用。 通过明确时空情境敏感性下的“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厘清本土情境在理论

研究过程中的“嵌入”与“涤除”平衡策略,推动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走向兼顾“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的深度情境

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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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管理学科较强的实践属性决定管理理论具有

高度情境依赖性,既体现在管理研究对象所处个

体、组织与生态等多层次复杂宏微观背景,也体现

在管理规律随社会发展不断演进的鲜明时代性与

动态性[1] 。 因而,兼顾复杂性与动态性的情境化管

理研究是管理理论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2] 。
近年来,在 VUCA( 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
ambiguity)时代的高度不确定性下,中国企业在转型

经济与数字经济等多重背景交替叠加下,涌现出了

新型举国体制、后发追赶、二次创新等独特成长规

律和换道超车的发展契机,与其他经济体企业不尽

相同的跟跑、并跑与领跑并存的中国式企业创新实

践,正在成为培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天然

土壤[1] 。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诸多本土企业在引

进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时,也不断出现

“水土不服”问题[3] 。 当舶来理论对灰度管理、阴阳

思维、集体主义及政商关系等中国独特管理实践解

释乏力之际,大量本土研究基于以中国数据印证并

拓展西方理论的成熟范式,也较少挖掘出广受国际

认可的本土管理新构念与新规律,使得对中国特色

管理理论的探索仍迟滞不前[4] 。 鉴于本土企业创

新管理实践,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所处的独特发

展阶段以及制度、技术等宏微观情境的动态演变与

复杂叠加息息相关,要缓解“西方理论难适用” 与

“本土理论难开发”这一悖论性问题,则亟待提高对

本土情境独特特征的结构化认知与系统刻画,进而

推动其在理论化过程中的深度嵌入[5] 。
自徐淑英等学者呼吁情境化是中国管理研究、

本土理论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后[5] ,学者们开

始寻找并刻画中国情境的显著特征,并从关注转型

经济、新兴市场等泛化的宏观背景,逐步聚焦到具

体情境要素, 并将其架构化为 PEST (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technological )、 MIT ( market,
institutional,technological)等情境模型[6] ,但仍未扭

转对中国情境本质特征解构不足的整体局面。 一

方面,表现为对本土情境要素连续演变的动态性特

征彰显不足。 当前研究对中国情境架构与要素特

征的认知多从单一时点等静态视角出发,虽基于

PEST、VUCA、MIT 等宏观分析框架对制度、市场、文
化等要素进行了广泛覆盖,但多停留在以强政府、
大市场、弱技术等情境要素的静态初始特征作为研

究假设与前提[7] ,缺乏在时间视角下即时更新转型

情境的多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过程,从而影响了情

境假设沿用的合理性以及对本土管理实践动态规

—8—

收稿日期: 2022-12-2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34)

 

∗通讯作者: 苏敬勤(1961—),男,湖北武汉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情境、平台

治理。
 https://www.academax.com/doi/10.13587/j.cnki.jieem.2024.02.001



Vol. 38,No. 2 管 理 工 程 学 报
 

2024 年
 

第 2 期

律捕捉的准确性[1] 。 另一方面,对多重情境要素叠

加组合的复杂性亦缺乏深入研究。 学者们借鉴西

方理论引入制度基础观、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

等多种理论视角[8] ,分别从制度与行业规制、产业

规模与市场结构,或技术资源短缺等单一情境出

发,探索离散化的情境要素对本土企业管理实践的

影响。 但中国情境较其他经济体的显著差异,恰恰

体现在根植于多元制度与文化基础上的多重情境

要素的复杂交织与叠加组合[9] 。 正是由于对本土

情境的独特特征缺乏系统认知与深度嵌入,致使本

土管理研究仍存在浮于现象、片面化、泛化和理论

贡献不足等弊端[2] ,这也是诸多学者呼吁并提出情

境本位模型、多层次情境化方法,以提高本土管理

研究理论价值与贡献的重要原因[10] 。 因此,从动态

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对本土情境进行系统的结构

化解构,也是进一步推动本土企业领先实践与中国

特色管理理论交融共生的重要突破口。
由此,本文围绕中国情境架构中普遍包含的制

度、市场和技术三大核心要素,在时间视角下以动

态谱系呈现了本土情境要素连续演变的速率、幅度

及非对称性等动态性规律,在空间视角下以复杂组

合拓展了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与冲突等复

杂性特征,通过兼顾本土情境的静态与动态、时间

与空间、单一要素与多元组合等复合特征,为本土

管理研究走向深度情境化阶段奠定了底层的复合

情境观。 在推动对本土情境的认知结构从离散化、
架构化演进到谱系化与组合化的基础上,研究进一

步探索了复合情境观在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中

的嵌入策略与作用。 通过明确基于情境敏感性的

“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厘清本土情

境在理论研究中的“嵌入”与“涤除”平衡策略,为彰

显中国特色企业实践、提升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奠定兼顾“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的策略参考。

1　 理论回顾
　 　 根植于实践的管理学科与组织理论均以各自

的方式依赖于情境,并强调理论与情境的共同进

化[11] 。 管理理论既存在主体多、范畴广等复杂性特

征[1] ,也存在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时代性与动

态性规律[2] ,因而,要彰显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与西

方成熟理论不尽相同的动态性与复杂性[12] ,离不开

对本土独特情境的结构化认知与深度嵌入。 20 世

纪 90 年代中国情境开始受到本土管理学者的广泛

关注[5] ,并在管理实践挖掘、理论边界识别与本土

管理理论开发等方面承担着日益重要的关键角

色[13] 。 随着相关研究对本土情境内涵及其构成的

不断拓展,形成了由泛在到具象的情境化研究基点

转变。 最初,中国情境在管理研究中多被标签化为

转型经济、后发追赶、新兴经济体等宏观背景[14] ,从
而将研究问题拓展到独特的本土宏观经济制度等

基本国情特征之下。 这打破了早期仅将中国情境

视为检验西方理论的数据收集渠道,以及由此形成

的情境无关( context-free)理论假设[9] ,避免了学术

发展的“同质化”风险。 然而,泛在的情境表象虽具

备较高的概括性,但缺乏对具体情境要素的本土化

特征挖掘,仅能够作为研究背景嵌入,难以作为具

体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或理论边界,进而影响了本

土管理理论贡献的深度挖掘与本土化构念的

提出[15] 。
随着本土情境研究不断深化并进入具象层面,

衍生出中国情境的宏观架构与微观要素两类探索

方向。 具体来说,在宏观架构层面, 苏敬勤和刘

畅[16]将中国企业外部情境研究中涉及的政策、经
济、技术和社会等要素归纳在 PEST 情境模型下,并
在国家和组织层面分别凝练出物质情境和理念情

境。 魏江和刘洋[7] 通过识别并聚焦于非对称的市

场体制、制度形态与技术体制三类情境,构建了中

国情境的 MIT 框架。 李垣和田龙伟[17] 则基于中国

情境二维模型将中国企业所处独特情境划分为转

型维度和文化认知维度,从而囊括了市场经济、政
企关系、 阴阳思维、 官本位等情境要素。 此外,
VUCA 模型也成为了学界描述当前商业环境与组织

特征的经典情境模型,即包含动荡性、不确定性、复
杂性与模糊性的环境特征[18] 。 此类宏观情境架构

的“抓典型、广覆盖”特征,推动了我国情境研究的

起步与繁荣,也为本土管理理论的情境化探索提供

了基础框架参考。 但鉴于其涵盖的要素相对全面

且普适,且架构中往往缺乏时间维度,使得本土情

境的具体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规律难以在研究框架

中得到深度解构与嵌入。
在微观要素层面,随着情境逐步由背景转向变

量,并下探到具体理论研究框架中,具体情境要素

的特征及影响作用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例如,部分

研究将情境作为前因变量嵌入研究,通过引入制度

基础观、产业基础观或资源基础观等理论视角,探
索了政府干预[19] 、市场结构[20] 或核心技术资源[21]

等对本土企业成长规律的影响。 也有研究将情境

视为调节变量,识别了制度环境、政治关联等要素

对企业研发投入[22] 、竞争策略[23] 改变的调节作用。
此类研究多以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典型初始情境

特征为假设,为本土情境要素在理论研究框架中的

嵌入奠定了认知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推动了部分成

熟理论在新兴市场背景下的应用、拓展与检验。 但

在情境要素嵌入范围方面,仍呈现出多关注市场、
—9— https://www.academax.com/doi/10.13587/j.cnki.jieem.2024.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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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显性情境要素,而忽视社会、文化等隐性情

境要素的不均衡现状[15] 。 此外,尽管有研究呼吁

关注中国独特的“强政府-强市场”特征及其二元

作用的重要性[7] ,但大量研究仍以单一情境要素

为研究变量或理论视角,尚难以在我国经济高速

增长背景下,充分刻画因区域间、行业间不同情境

要素起点不一、演变不同步带来的情境组合多样

性与复杂性。
已有情境研究为突出对我国独特管理实践规

律的挖掘,通过标签化、架构化、要素化等简化手

段,将纷繁复杂的本土情境作为影响因素或变量,
从而实现在理论研究中的初步嵌入。 但随着本土

优秀企业实践在世界舞台的不断涌现,以及各界对

开发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呼吁,仅基于上述架构观

或要素观尚难以持续推动本土管理研究继续迈向

深度情境化的理论创新与建构阶段。 一方面,源于

对本土情境要素动态性演变规律的忽视。 在高速

转型的中国,同一企业很可能受多阶段情境的交互

影响,在新老交替下形成更为多元、刚柔并济的复

杂混沌情境特征[24] 。 比如,对于制度要素,既存在

政策强力驱动下的要素分配与制度型市场等带来

的制度刚性[7] ,也在诸多新兴领域的初创阶段体现

出制度空白、制度不完善等制度柔性[25] ,使企业既

要不断从制度柔性中寻找创业机会,也要在成长过

程中随时规范自身合法性以应对日益趋严的监管

刚性。 对于市场要素,则既在发展初期呈现出巨大

的本土需求,为大量低端起步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快

速成长的空间[26] ,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致后期的

市场需求升级与分层[23] 。 而对于技术要素,同样既

存在大量企业在发展前期面临着后发劣势与核心

技术研发基础不足等缺失[27] ,也在高铁、5G 等诸多

领域逐步探索出了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技术集成优

势[28] 。 而前述静态视角下的情境架构观与要素观,
因其多聚焦于情境要素在初始时点下的显性特征,
尚难以推动对制度由空白到完善、市场由广阔到细

分等情境快速演变下的企业创新管理规律探索。
而深化动态视角下独特管理现象与新构念的挖掘,
正是本土管理研究要实现深度情境化不可或缺的

重要手段[14] 。
另一方面,则呈现出对多重情境要素组合复杂

性认知的缺失。 当前基于已有情境架构观和要素

观的研究,多从单一情境要素视角展开,但要厘清

我国企业独特实践较其他经济体的差异性来源,则
离不开对多重情境要素叠加的复杂关系探索[12] 。
例如,诸多后发国家都普遍存在技术起点低、卡脖

子技术缺失等“弱技术” 特征[29] ,日韩也曾在国家

战略与产业政策等政府“强干预”措施下,推动了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30] ,印度等新兴市场企业

则同样依托本国“巨大低端市场”需求与人口红利

而得以快速成长[31] 。 而反观我国企业之所以走出

了与众不同的“中国式创新” 之路[32] ,则是在短期

内经历了制度由空白到完善、市场由广阔到细分、
技术由缺失到丰富等刚柔并济、多重情境动态交互

与叠加的复杂过程[24] 。 因而,本土管理研究若忽视

制度、市场与技术等基础情境要素叠加带来的组合

复杂性,将难以准确刻画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适用

边界并推动东西方理论的对话和桥接,从而降低本

土管理研究的普适性与理论贡献[2] 。
由此,本文基于理论推演与案例印证相结合的

研究思路,通过时间视角下的纵向演化与空间视角

下的横向对比,力图在已有本土情境架构观与要素

观的基础上,拓展其在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下

的结构化演化过程,并明晰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嵌

入策略,从而依托复合情境基础观,促进本土情境下

的管理理论能够复合情境基础观,促进本土情境下的

管理理论能够兼具“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

2　 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下的复合情
境观
2. 1　 本土情境的动态性特征挖掘———速率、幅度与
非对称性
　 　 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转型加速与高度不确定

性,管理实践普遍出现了从“线性管理”到“非线性

生态管理”的复杂动态现象。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本

土企业的后发追赶过程,既依附于各类政策的动态

调控,也与转型经济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动态竞争态

势息息相关。 正因企业的成长路径高度依赖日益

变化的宏微观情境,要厘清 VUCA 时代诸多中国式

创新管理实践背后的特色管理理论,很难将其与本

土情境的动态演变规律相割裂。 具体来说,本土情

境的动态属性主要体现在情境要素演变的速率、幅
度以及非对称性三个方面。

其一,情境要素演变速率的动态特征。 以技术

情境要素为例,随着从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的推

进,各领域的技术演变速度也呈现出由后发劣势到

追赶超越的加速迭代演进过程。 作为后发国家,在
改革开放初期依托人口红利和较低的产业技术起

点,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多处于附加

值较低的代工生产环节,长期模仿跟随而面临着被

全球领先企业低端锁定的风险[33] 。 但随着近年来

信息化与数字技术的普及,部分供应商依托大数

据、云计算等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与能力升级,进而

大幅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地位,乃至成

为相应领域的隐形冠军[34] 。 同样地,在复杂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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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本土企业长期面临着后

发劣势与核心技术缺失等高壁垒技术瓶颈[35] 。 但

随着新型举国体制和创新平台生态系统的日益完

善,在北斗、高铁、5G 通信技术等领域,也逐步构建

了集中攻关的核心技术优势与工程实现技术的快

速迭代能力[36] 。 由此,形成了整体技术情境由缺

失、跟随到丰富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在不同行业领

域中,也体现为底层技术缺失、部分瓶颈难突破、应
用技术领先等技术演进速率不均衡带来的多元技

术情境并存。
其二,情境要素演变幅度的动态特征。 以市场

情境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需求既经历了由

广阔到饱和的大幅跨越,也存在向细分市场、高端

市场演进的小幅迭代。 比如,我国早期依托庞大的

人口容量产生了巨大的本土市场需求,为大量中小

企业的低端起步提供了充足的成长空间[37] 。 同时,
也为我国产业发展初期诸多行业“市场换技术”的

实施提供了可能。 但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以
及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带来的市场分割性约束加

剧[38] ,导致诸多消费品集聚低端市场并迅速进入红

海竞争与市场饱和阶段。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趋

势的显现,本土企业为应对市场需求的逐渐分化,

开始向下沉市场、高端市场等细分领域分散,也催

生了诸多本土企业通过在细分市场重新定位从而

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领先。 由此,整体上形成了市

场由广阔到饱和、由“大市场”到“细分割”等不同演

进幅度带来的动态竞争情境。
其三,情境要素非对称性演变的动态特征。 以

制度情境为例,在传统制造领域中,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逐步塑造了新型举国体制、制
度型市场等独特的政商关系[39] ,使国有企业、传统

制造企业等从最初的制度空缺演变为政策强力驱

动下的市场要素分配,体现了制度刚性的生成过

程。 而在新经济领域,“互联网+” “大众创新、万众

创业”等政策催生出了移动支付、超级平台等诸多

新生业态,这种在既有规制缺乏适用性与新规制尚

未出台的宽松环境中,为大量新创企业提供了包容

审慎的快速成长空间[40] ,演化出制度的柔性特征。
由此,形成了在不同产业领域中刚柔并济的本土制

度情境及其非对称性动态演化规律。 综上,本文在

时间视角下探索了情境架构中典型的制度、市场与

技术要素,在演变速度、幅度以及非对称性等方面

的动态属性,形成本土情境的整体性演变规律与动

态谱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土情境的动态谱系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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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本土情境的复杂性特征呈现———叠加、传导与
冲突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本土情境要素在跨区域、
跨行业等空间视角的横向对比中,也存在非同步、
非均衡的演变速率与方向,使得不同领域、不同发

展阶段的企业所面临的情境要素组合不尽相同[38] ,
从而体现为多重情境要素叠加组合的复杂性。 当

前,不断涌现的本土领先企业实践,分布在大国重

器、民族品牌、平台经济、隐形冠军等诸多行业领

域,而要挖掘各类本土企业不尽相同的成长逻辑与

发展规律,亟待厘清其所面临的技术、市场与制度

等情境特征的具体组合,使得企业所处复杂情境得

以系统地嵌入研究框架。 具体来说,本土情境的复

杂性主要体现在多元情境的叠加、传导与冲突等带

来的组合关系复杂性。
其一,是多元情境要素叠加下的复杂性特征。

其中,既包含多要素嵌套形成的复杂制度逻辑,也
包含宏微观情境的跨层次叠加,从而引致企业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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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情境复杂性时做出差异化战略选择。 在情

境要素嵌套方面,以汽车等复杂消费产品企业为

例,其主要处于制度刚性、市场广阔与技术缺失的

嵌套情境下[41] 。 在后发劣势下,虽然本土市场具有

广阔的消费需求,但技术起点较低而难以实现核心

部件技术突破,相关政府部门依托明确的产业扶持

政策、技术标准制定等对行业发展形成了制度刚

性。 由此,在早期的“市场换技术”等多重制度逻辑

叠加下,本土汽车企业多以外向型引进为主,通过

合资、技术转让等方式模仿标杆企业,并在消化吸

收的基础上对零部件等模块进行微创新[42] 。 而在

情境要素跨层次叠加方面,则以同时处于宏观政

策、行业竞争和生态系统等多级情境下的平台企业

为例。 作为新兴场域企业,大量平台成长于治理规

制空缺、政策制定相对滞后的 “ 制度柔性” 背景

下[43] 。 早期面对巨大的用户基数、广泛的应用场景

等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大量平台企业涌入传统衣

食住行各个行业,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增强和平台生

态的快速发展,也为缺乏架构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

了多渠道技术赋能支持[44] ,使其得以快速依托场景
优势进行商业模式创新[45] 。

其二,是本土情境要素间传导的复杂性。 以复

杂产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为例,因其战略性产业地

位和公共产品属性的特殊性,而处于天然的政策引

领和制度刚性干预下[46] 。 进而既带动了诸多产学

研机构共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依托开放式

创新生态系统对关键技术进行整合突破,也引导着

国内外制度型市场的形成以提供持续订单获取保

障[32] 。 例如,在高铁等重大工程的前期推动过程

中,经历了从政府全面主导、政府与核心企业共同

引导到核心企业主导的生态系统构建过程[36] 。 初

期由政府独立担任架构者时,主要体现为制度主导

下的技术合作与产品研发,以及政府强干预下的指

令性计划市场订单需求[47] 。 中期由政府与核心企
业共同作为架构者,将强制度下的行政干预减弱为

产业政策、资金资助等间接市场干预,而核心企业

则围绕系统集成目标进行技术分解,自上而下促进

关键零部件企业、用户、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构建

一体化产业生态[48] 。 后期,则由核心企业作为生态

系统架构者,以突破牵引、制动系统等关键核心技

术的“卡脖子”问题为动力,以海内外广阔的市场需

求为拉力,以“一带一路”等宏观战略政策为保障,
共同为中国高铁“走出去”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全

球化竞争优势[49] 。 由此,呈现出制度、市场与技术

间的复杂传导作用与交互影响。
其三,是多元情境要素冲突带来的复杂性。 以

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本土供应商为例,作为中间产

品提供者,一方面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分割型市

场中,彰显成本优势保障订单规模[50] ;另一方面,则
需要依托核心技术优势突破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

链中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设计等环节攀升[51] 。 为

应对外部市场的低成本需求和价值链升级的高技

术要求间的矛盾情境,衍生出了不同类型的供应商

成长路径。 其中,以满足市场低成本需求为导向的

供应商多为一般代工企业,其通过不断降低成本以

保障市场订单规模,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技术水平

和产品附加值均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52] 。 在头部

企业的捕获型治理结构下,较难突破低端锁定或实

现价值链升级。 而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高技术

导向下的供应商,则依托多元客户的异质性需求与

知识溢出不断提高专有技术,在相关领域实现较为

扎实的技术积累[34] 。 进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附

加值较高的价值环节,凭借技术优势和较高的价值

链治理地位不断拓展新的市场需求[50] 。 由此,虽同
为供应商企业,但因其应对冲突情境要素的取舍差

异,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复杂情境组合。 综上,本文

通过探索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或冲突等探

索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或冲突等带来的复

杂性特征,以识别不同类型本土企业所对应的复杂

情境组合,如图 2 所示。
2. 3　 双重维度下本土管理情境的结构化演化
　 　 鉴于不断涌现的中国式企业创新实践,既根植

于本土制度、市场及技术等情境的独特演变过程,
也是多种情境要素复杂交互与叠加组合所共同作

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实践极具情境敏感

性[13] 。 若仅以某情境要素在初始状态下的静态特
征为前提,或沿用国际话语体系中对中国管理实践

的偏狭性认识与假设[3] ,虽能够循迹性地检验或修
正成熟理论的本土适用范畴,但在快速转型与充满

不确定性的 VUCA 时代,忽视本土情境的动态属性

已然造成了认知停留下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乃至理

论价值性受限等问题,更难以厘清情境突变或渐变

等背景下本土企业的复杂响应过程与动态演化规

律[4] 。 同样地,若缺乏对于不同类型企业所处多元

情境的组合化认知,则会削弱我国企业实践与其他

经济体不尽相同的基础差异来源,影响研究对独特

因果关系、多维边界条件等的挖掘,从而弱化理论

研究的中国特色与普适贡献[53] 。 因此,要挖掘本

土领先企业实践背后独特的理论贡献,亟待从动

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加强对本土情境的深度解

构与嵌入,既要即时更新本土情境特征及其谱系

化演变过程,以提升情境假设的合理性与时效性,
也要深度刻画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复杂交织与组合

化认知,以提升边界刻画的准确性与系统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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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土情境的复杂组合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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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土企业成长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以讲“清”
中国故事。

为通过本土情境的深度解构促进中国特色管

理理论的开发,本文在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下

进一步识别了本土情境的结构化演进过程。 其中,
以本土情境作为泛在背景(如转型经济、新兴经济

体等)的离散化情境认知,代表着本土管理研究的

情境嵌入起步阶段,而涵盖多重要素静态特征(如

PEST、MIT、VUCA 等)的架构化情境认知,则标志着

本土管理研究的情境嵌入进阶阶段。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时间视角下的谱系化思路,以解

构各个发展阶段核心情境要素在演变速率、幅度及

非对称性方面的典型动态性特征,以及空间视角下

的组合化思路,以呈现不同区域、行业背景的企业

所面临的多元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与冲突方面

的典型复杂性特征。 由此形成兼顾时空视角的复

合情境观,作为对已有情境认知特征的有益补充,
推动本土管理研究迈向深度情境化嵌入阶段。 基

于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的本土情境结构化认

知框架与演进过程如图 3 所示。

3　 基于复合情境观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
策略
　 　 上述双重维度下的本土情境结构化认知所突

出的情境动态性及组合复杂性,对于研究者识别并

明确管理主体的独特性( who)、管理实践发生时机

的典型性( when)与主体所在区位及领域的代表性

(where)等情境边界均具有重要作用,也为推动中

国特色管理理论建构提供了复合情境观的视角。

图 3　 对本土情境认知的双维演进过程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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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一方面,管理理论研究的情境依赖性要求学者亟须

加强对研究背景和过程识别的准确性与连续性,从
而彰显本土实践背后具有理论研究价值的“真问

题”。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背后的情境边界识别与

理论贡献提出,也将直接影响管理研究能否扎根并

含摄本土情境以回应社会与企业关切,又能否涤除

样本企业的情境唯一性,从而对西方既有理论体系

做出可桥接的“真贡献” [53] 。 因而,要缓解“西方理

论难适用”与“本土理论难开发”这一悖论性问题,
亟待进一步探索情境化如何助力具有中国特色的

管理问题、构念与贡献的提出,厘清基于复合情境

观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策略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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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依托时空情境敏感性洞见“真问题”
　 　 当前,优秀的本土企业实践不断涌现,既源自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高速发展、赶超与转

型,也展现出与其他经济体不尽相同的成长逻辑与

发展路径。 基于西方成熟理论体系下的后发国家

追赶理论、低端锁定理论等已然不能全面系统地揭

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创新追赶道路[32] ,而要推动

对前沿问题有回应、对本土实践有借鉴的中国特色

管理研究,首先要深入企业实践,洞见兼顾理论价

值与现实需求的“真问题” [1] ,基于前述复合情境观

构筑兼具时空视角的情境敏感性,以形成“新背景-
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

具体来说,要夯实本土管理研究前端的问题发

现,其一,有必要基于时空情境敏感性识别研究对

象所处的“新背景”。 管理学科相较于自然科学研

究来说,旨在探索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管理活动本

质规律,其理论前提与假设具有更强的“情境依赖

性” [1] ,而建立情境的时空敏感性,即时更新并充分

考量本土情境在相应研究时点下的显著特征,从而

在立足“新背景”的基础上提高研究前提与假设的

合理性与准确性。 当前,随着我国由经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以百度、腾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

济企业和以大国重器企业、隐形冠军等为代表的实

体经济企业均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已然挑战

了成熟管理理论中的诸多前提假设。 要探索特定

“时空情境”下的管理活动本质规律,亟须在拓展或

建构理论时避免照搬或沿用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

体、技术劣势等泛化或单一化的情境假设与前提。
一方面,可通过纳入时间视角考量既有假设条件在

当前时点下的适用性、合理性与时效性[1] ,并依托

情境演变的谱系化思路,在企业实践与本土情境共

演的动态背景下进行独特研究问题的识别与挖

掘[37] 。 另一方面,也可以纳入空间视角考量不同情

境要素组合在国内外、不同行业间、区域间的差异

化呈现,借助多重情境组合识别研究对象所处的多

元化背景。
其二,亦能够基于时空情境敏感性洞察研究问

题所覆盖的“新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

既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连续性情

境渐变过程,也经历了由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

革命带来的颠覆性情境剧变场景,从而助推了大量

企业通过高端化、数字化或平台化等在世界舞台实

现突围领先。 要挖掘此类领先实践背后与其他经

济体不尽相同的独特管理过程,须基于时空情境敏

感性兼顾纵向对比的动态性与横向对比的复杂性,
从而为有价值的现象发现和独特研究问题识别提

供回溯性思路[32] 。 具体来说,纵向对比各个情境要

素呈现出的从无到有、从空白到完善、从缺失到丰

富的动态演进历程,不仅能够凸显各类企业对外部

情境的响应模式与战略变革速度,也为长期处于新

旧情境交替下的企业家悖论思维等动态管理认知

研究提供了土壤[54] 。 除单一情境要素的纵向演变
特征外,多重情境要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化

影响与交互作用,也是洞察研究对象发展过程独特

性的重要来源。 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场域间的制度

演变、城乡间的市场演变与产业间的技术演变等差

异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下识别多重情境的非同步演

进及其交互影响的复杂性,亦将有助于挖掘不同类

型、行业或所有制企业变革过程中的多元触发因素

或压力源。 由此,立足新背景与新过程,形成基于

时空情境敏感性的双维问题筛选机制,为挖掘新经

济背景下的中国式创新管理规律提供独特研究视

角支撑。
3. 2　 平衡情境嵌入与涤除厘清“真贡献”
　 　 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一方面可以揭

示本土企业独特管理实践的内在规律,回应企业关

切并促进本土领先企业实践经验获得更广泛的传

播与应用;另一方面也具备开发原创性、普适性理

论的潜力,通过与已有理论迭代对其进行补充、拓
展乃至创新, 从而推动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的完

善[5,7] 。 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无法脱离底层情

境要素来探讨表层管理模式与方法等的有效性,要
推动本土管理研究实现“本土实践可应用、西方理

论可桥接”的双重作用与属性,尚需要兼顾本土情

境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嵌入”与“涤除”。
其一,通过深度情境嵌入凸显“现象化”与“构

念化”的本土特色。 情境作为孕育管理实践的底层

因素,可将其作为背景、解释变量、调节变量或情境

化新构念等嵌入管理研究。 当前本土研究多集中

在背景与变量层面,较少到达新构念开发的层次,
这也是其难以在西方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留下印
迹的原因之一[15] 。 为提高情境在管理研究中的嵌

入深度,一方面研究者需在聚焦管理现象时含摄情

境,在采集企业独特经营管理实践过程数据的同

时,将与之相关的离散化情境背景囊括其中,加强

数据完整性以提升管理实践的现象化水平。 另一

方面,在借助理论视角将现象构念化的过程中,可
引入兼顾动态性与复杂性的复合情境观,将独特本

土情境以谱系化或组合化形式深度嵌入本土研究

框架中,从而推动探索本土情境对研究问题的直接

作用和深层影响[5] 。 正如和谐管理、家长式领导、
关系等本土化管理思想在提出时,均在动态、复杂

的社会关系、儒家文化等中国独特情境中识别出西

方理论难以解释的管理现象[55] ,并将本土情境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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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问题的共演过程深度融入研究框架,从而提出广

受国际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构念。
其二,通过边界刻画与情境涤除实现“理论化”

的整体普适。 在本土管理研究后端的理论化与贡

献析出过程中,则需要兼顾研究的价值性与普适

性,从纷繁复杂的独特本土情境中抽象出研究发现

适用的边界条件,以在析出理论贡献时涤除本土情

境的独特性与唯一性,拓展研究发现的普适性,从
而打造与已有理论体系的对话接口[56] 。 比如,在新

型举国体制下,制度刚性不仅体现为国家部委对大

国重器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的丰富政策条件与资源

供给,也促进了核心企业主导下技术集中攻关模式

的构建,并形成了制度导向型国内外市场需求。 多

种情境的复杂交织已然成为我国复杂产品系统创

新实践的独特背景,而通过在多重情境交织网络中,
将研究发现的适用前提系统地边界化,如制度型市

场、政企关系演变[39]等,则有助于本土情境下的管理

理论开发实现“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 综上,基
于复合情境观在本土理论建构的现象化、构念化与理

论化等多个环节中的不同嵌入角色,明确了本土管理

研究聚焦“真问题”挖掘“真贡献”的具体策略,形成

如图 4 所示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

图 4　 复合情境观下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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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
 

view

4　 结语
　 　 中国企业伟大实践的不断涌现,必将成为孕育

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最佳土壤。 本土情境作为管

理实践不可分割的基本载体,也是促进管理理论与

企业实践交融共生的底层影响要素。 为缓解当前

“西方理论难适用、本土理论难开发”的现状,改善

当前研究对本土情境的认知泛化、碎片化、静态化

等问题,本文在已有情境架构观与要素观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兼顾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单一要素

与多元组合,形成基于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的

复合情境观。 一方面,以谱系化思路加深了对本土

情境要素连续演变的速率、幅度及非对称性等动态

性规律的本质理解;另一方面,以组合化认知拓展

了对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与冲突等复杂性

特征的识别。 进而,研究明确了基于复合情境观的

本土理论建构过程与策略,以兼具时空视角的情境

敏感性,形成“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
进而通过平衡本土情境在理论研究不同环节中的

“嵌入”与“涤除”,推动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走向兼顾

“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的深度情境化阶段。

此外,研究提炼的复合情境观,主要以当前研

究广泛关注的制度、市场、技术三个情境要素的动

态特征与复杂组合为基点,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

藏的阴阳思维、以人为本、合和理念等尚未得到深

入探索的社会、文化情境要素,也可能呈现出显著

的动态演变与复杂交互特征。 因此,复合情境观中

呈现的要素多元化与组合多样性,仍有待通过更广

泛的实践调研和理论凝练加以丰富延伸。 同时,虽
然本土管理研究前端的问题提出与后端的贡献迭

代,均是彰显中国特色理论研究的重要环节,但对

于复合情境观如何全面融入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的

全过程,其承担的多元角色及嵌入模式也将伴随着

本土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而得到进一步拓展。 此

外,复合情境观虽立足解构中国情境、挖掘中国问

题,但其中涵盖的部分情境要素特征或非中国企业

所独有,如何进一步识别本土情境的特殊性与研究

边界的普适性,以促进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对话与

贡献识别,仍有待更多本土化研究的深入探索。 总

体上,立足彰显中国特色的复合情境观仍需未来研

究进一步丰富、完善与应用,既离不开本土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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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高度重视,并深入企业实践展开大规模调研,
也有待从多维视角下凝练对现实问题和特色理论

的敏锐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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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iscipline,
 

management
 

possesses
 

strong
 

practical
 

attributes
 

that
 

in
 

turn
 

make
 

management
 

theory
 

highly
 

dependent
 

on
 

context.
 

It
 

may
 

involve
 

complex
 

research
 

objects
 

from
 

multiple
 

levels
 

of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ecosystems,
 

as
 

well
 

as
 

the
 

dynamic
 

nature
 

of
 

management
 

laws
 

that
 

vary
 

over
 

time
 

and
 

evolv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hinese
 

contex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within
 

it,
 

and
 

thus
 

acts
 

as
 

underlying
 

influencing
 

factor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management
 

theory
 

and
 

enterprise
 

practice.
 

In
 

the
 

past
 

century,
 

unprecedente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Enterprises
 

operating
 

within
 

China’s
 

transition
 

and
 

digital
 

economies
 

have
 

applied
 

innovative
 

Chinese-based
 

practic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nterprises
 

in
 

other
 

economies,
 

and
 

are
 

becoming
 

essential
 

for
 

cultivating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However,
 

many
 

Chinese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have
 

problems
 

applying
 

advanced
 

Western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their
 

local
 

environmen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tudies
 

are
 

based
 

on
 

confirming
 

and
 

expanding
 

Western
 

theory
 

with
 

Chinese
 

data,
 

and
 

few
 

scholars
 

have
 

unearthed
 

new
 

ideas
 

and
 

created
 

new
 

Chinese
 

management
 

laws
 

that
 

are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The
 

issue
 

of
 

applying
 

Western
 

theories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at
 

of
 

developing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ies
 

both
 

point
 

to
 

problems
 

with
 

general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static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dynamism
 

and
 

complexity.
 

The
 

findings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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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iosis
 

between
 

the
 

leading
 

practic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managemen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tudy’s
 

assumptions
 

and
 

methodology,
 

which
 

combines
 

literature
 

analysis,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anagement
 

context
 

in
 

the
 

VUCA
 

era
 

(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
 

This
 

paper
 

expands
 

the
 

existing
 

structure
 

and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a
 

vertical
 

evolution
 

l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a
 

horizontal
 

l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commonly
 

contained
 

in
 

Chinese
 

context
 

architecture
 

(institutional,
 

market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ynamic
 

laws
 

of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hinese
 

contextual
 

elements
 

such
 

as
 

rate,
 

amplitude,
 

and
 

asymm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It
 

also
 

expands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uperposition,
 

conduction,
 

and
 

conflict
 

among
 

multiple
 

contextu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is
 

way,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such
 

as
 

static
 

and
 

dynamic
 

laws,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context
 

element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deepens
 

the
 

rational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contextual
 

assumptions,
 

but
 

also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Therefore,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a
 

basic
 

view
 

of
 

a
 

composite
 

context
 

so
 

that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y
 

move
 

towards
 

a
 

deep
 

contextualization
 

stage.
Furthermore,

 

on
 

the
 

basis
 

of
 

presen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discrete
 

and
 

structured
 

to
 

spectral
 

and
 

combinatorial,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the
 

“composite
 

contextual
 

vie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are
 

further
 

explored.
 

First,
 

to
 

examine
 

management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responds
 

to
 

cutting-edge
 

issues
 

and
 

draws
 

on
 

Chinese
 

practice,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conduct
 

a
 

deep
 

investigation
 

into
 

enterprise
 

practice
 

and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real
 

problems
 

that
 

consider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need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textual
 

sensitivity
 

model
 

with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 composite
 

contextual
 

view ”,
 

to
 

form
 

a
 

two-dimensional,
 

problem-screening
 

mechanism
 

called
 

“new
 

background
 

and
 

new
 

process”.
 

Second,
 

since
 

management
 

theories
 

generally
 

agree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surface
 

management
 

models
 

and
 

method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underlying
 

contextual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ual
 

rol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reflecting
 

Chinese
 

practices
 

and
 

bridging
 

Western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 embedding”
 

and
 

“removal”
 

of
 

Chinese
 

contexts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summar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practices
 

of
 

enterpris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hance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academic
 

discourse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and
 

also
 

provides
 

a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research
 

to
 

the
 

stage
 

of
 

in-depth
 

contextualization,
 

which
 

comprises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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